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by 蒙金含 & 胡旭
文学脸谱与历史真容:
陶诗自传形象的双重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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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的诗普遍带有自传特征，不少作品被后人视为“实录”，这是解读陶渊明其人的关键。文学作品
自身的艺术特质导致陶渊明自传诗不但在表现手法上写实与虚构并存，而且诗中所塑造的自我形象具有双重
性。这种形象或隐或显，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中还可相互转换，呈现出临时性、可替换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陶
渊明诗中的隐士、农人，是一种表面角色，相当程度上是诗人绘就的文学脸谱，其本质身份则是东晋门阀政治中
为人所轻的“寒士”，这是其历史真容。“寒士”的身份、性质，决定了陶渊明的现实处境和人生选择，那些自传
性的诗作以隐晦的方式反映了其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独特的心理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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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历来被视为隐逸诗人之宗。“隐逸”与
“田园”成了陶渊明的形象标签，在很大程度上掩
盖了陶渊明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真容。后世一些学
者在不断偶像化陶渊明的过程中，存在着因崇拜
而导致的选择性认同现象，这不同程度地影响了
人们的怀疑精神和判断能力。惟其如此，很多人
对陶渊明的隐逸诗人身份及其固穷守节、不慕荣
利的道德标尺深信不疑。正如日本学者冈村繁指
出的那样，“读书人所持的无批判态度，才使得那
样一 位 渊 明 长 久 安 稳 地 坐 在 权 威 的 座 椅
上。”［1］(P． 31)有鉴于此，综合、立体解读陶渊明的作
品，尽量客观、准确地还原他的真实形象，实事求
是地认识与评价他，依然很有必要。
一、文学脸谱:陶渊明的出世形象
陶渊明的诗歌带有非常明显的自传性质，很
多作品前都有小序，介绍自己的生活情境和写作
缘起，这些作品因此成为解读陶渊明的直接而关
键的因素。即使在《咏贫士》《咏二疏》《咏三良》
《读史述》等看似纯粹的咏史之作中，也能看到陶
渊明的影子。对于陶渊明诗歌的这种自传特征，
美籍学者孙康宜说:
陶渊明表现自我的热望促使他在诗歌中创造
了一种自传体的模式，使他本人成为其诗歌的重
要主题，他的诗歌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那种自传，而
是一种用形象作出自我界定(self － definition)的
“自我传记”(self － biography)。他为诗歌自传采
用了各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有的时候，他采用写实
的手法……有的时候，他又采用虚构的写法披露
自我。［2］(P． 15)
陶渊明的作品在塑造自我形象时确实表现出
了写实和虚构并用的手法。写实之笔在其归隐前
多见，如《荣木》叙述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成”，
并自我激励说“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
敢不至”。整首诗几乎全用写实的笔法披露自己
大半生一事无成却又不甘沉沦的心态，痛苦中不
乏自我勉励。《拟古·东方有一士》描绘了一个
“辛勤无此比，常有好容颜”的东方之士，看似衣衫
褴褛、贫困潦倒，却有极好的精神风貌，实际上是
陶渊明归耕后自身境遇和理想人格的自况或折
射。无论写实还是想象，体现的都是陶渊明的精
神品格，某种程度上具有“实录”的特征。
不过，文学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决定了这种“实
录”有别于历史著作。史家的“实录”，须做到班固所
言之“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3］(P． 698)，这既
是他对司马迁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史家、史书“实
录”精神的规范和要求;而作家文学自传的“实
录”，则是以作家自身为原型，根据创作需要和心
理愿望进行某种艺术性的描写，其中不乏夸张、变
形乃至虚构的色彩，其目的往往是要传递、解释关
于自身的某种信息。换言之，史传传递的人物信
息是客观的、显性的;而文学传递的人物信息常常
是艺术的、隐性的。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史家和诗
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韵文写作，而在于“前者记
述已 经 发 生 的 事，后 者 记 述 可 能 发 生 的
事”［4］(P． 81)。史家往往以冷静的第三者来记载和
评价人物，而诗人则以自我生活、情感为中心来塑
造形象，陶渊明常言“我实幽居士”(《答庞参
军》)、“求我盛年欢”(《杂诗》其六)，这个第一人
称的“我”，更大程度上是文学的“我”，而非史传
的“我”。陶渊明是诗人而非史家，其作品里的自
我形象带有创造性，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
的陶渊明其人。
自传诗的出现有深层次的心理动因，它既要
表现作家的现状，也要传达作家的理想，这使自传
诗成为区别于历史记录的特殊“传记”，显示出双
重的自我形象:一是作为原型的真实作家自己，二
是作为作家理想人格的传记形象。前者的核心是
“我是谁”，后者的核心是“我想成为谁”。这是传
记诗里的两个影像。宇文所安指出:
陶潜是一位伟大的自传诗人，他告诉了我们
许多关于自传的东西:所谓解释自己恰恰意味着
双重的自我———真我与表面角色。表面角色也许
只是一个谎言……更多情况下，表面角色也许是
真的，但并不足以说明真实的自我。［5］(P． 116)
自传诗犹如作者两个自我形象的合影，一个
是现实的、真实的，一个是被艺术描绘的、作家憧
憬的。诗人总是希望这两种形象重叠起来，或是
习惯性地用“角色”形象来遮掩或隐藏“真我形
象”。在此双重形象中，诗人的“真我”决定着“角
色”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受制于诗人自身不同时期
和环境的经历、遭遇、情感。这也是我们看到陶渊
明的诗歌里时而隐士、时而贫士、时而农人、时而
胥吏的原因，这些都是陶渊明不同时期的“角色”，
是陶渊明在作品中绘就、并活跃在历史和现实舞
台上的“脸谱”。我们不妨以这样的眼光去寻找陶
渊明作品中的双重角色，如《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
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此诗描绘了一个在南山下种豆，每天早出晚
归、披星戴月、衣沾露水的农人形象，这也是陶渊
明给读者描绘的“自我形象”。解诗者往往把这个
形象看成真实的陶渊明，并对之加以称颂赞美。
然而，陶渊明在此所描绘的只是他人生的一个特
殊阶段，是他辞官后所扮演的某一个社会角色，或
者说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曾经的追求抱负
和现实的贫困窘迫，与诗中的闲适、安逸、了无牵
挂，实际上都格格不入。《与子俨等疏》中的“黾勉
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才是境遇和情感的真实
流露。可见，此诗中的自我形象只是一个表面角
色，陶渊明并没有因隐逸归耕而忘记自己曾经的
身份和追求。这个临时性、可替换性的农人身份，
一不小心就会还原为真实的陶渊明自己。再如
《杂诗》(其二):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
空中景。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
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
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和《归园田居》组诗中怡然自得的隐者形象有
所不同，这是一位孤独感伤、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的失意士人。《杂诗》写于义熙十年(414 年)，①此
时陶渊明辞官已达十年，但依然为有志难骋而耿
耿于怀。很显然，那个田间劳作、不问世事的陶渊
明，更大程度上是诗歌中塑造的一个表面角色，而
夜不能寐、怀才不遇、心生悲凄的那个人，才是更
接近陶渊明本质的“真我”形象。
陶渊明自传诗中的这种身份转换，和其在现
实生活中的自我认同密切相关。正如孙康宜所
言，陶渊明的自传诗是一种自我身份的界定，这种
自我身份的认知，也反映出诗人的人生经历、现状
和愿景，这是自传诗出现双重自我形象的根本原
因。陶渊明的前 40 余年，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很大
程度上似乎并不是隐士，而是经世致用的儒家士
人。而白首无成时，诗人则倾向于转化为另一个
理想化的角色，即隐士。陶渊明对自我双重身份
的认知和转换，有着清楚地叙述，他在《癸卯岁始
春怀古田舍》(其二)里写道: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
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
时息，行者无门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
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首二句交待自己的现实身份，三、四句则叙述
了身份转换的根本原因。转换后的隐士身份，显然
更吸引人的注意，理想的角色此时掩藏了本真的自
我。但是，这个“秉耒欢时务”的隐士，却时刻惦记
着“忧道不忧贫”的先师遗训。先师即孔子，是积极
进取的万世师表!隐士实际上也是牢记着先师遗
训的士人。诗中真正的农人，作为某种衬托和暗
示，把陶渊明的真实身份暴露了出来。这种隐藏的
暗示，正是陶渊明诗体自传的特征。在此诗的镜像
中有着两个陶渊明身影:一个是不忘先师经训的士
人，一个是想和农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隐
士。前者是他难以改变的、恒定的身份，后者是他
特定时期扮演的、替换性的角色，“长吟掩柴门，聊
为陇亩民”，这个“聊”字，非常清楚地表明作者所扮
演的农夫角色是暂时的、可替换的。
法国评论家儒尔·戈尔蒂埃说:“世人倾向于
用想象的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双重化，倾向于终止
自己现实的人而成为所设想的人、所期望的
人。”［6］(P． 4)事实证明，陶渊明自传诗所塑造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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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确实表现出了“真我角色”和“表面角色”的
双重性。这两种角色在诗中或隐或显，有时候还
会同时出现。其所塑造的理想、表面的角色，往往
把真实的自我屏蔽和掩藏起来，解诗者也常常被
自传诗的这种假象所蒙蔽和欺骗。人们常说陶渊
明是“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就是在片面地认
同和接受陶渊明所构造的表面角色。由此看来，
那位在中国历史上长期被隐士化的陶渊明，不过
是一个文学脸谱而已。实际生活中的陶渊明，却
总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和忽略。
二、历史真容:陶渊明的身心困境
如前所述，在陶渊明的自传诗里，其真实的自
我形象往往被“隐士”等表面角色屏蔽。因此，认
识陶渊明，须把他从自传诗歌的单人镜框里拉出
来，放到魏晋的大时代去考察。陶渊明的家世，陶
渊明接受的教育，陶渊明的人生选择和行为范式，
都让我们很容易看清他的本质身份———寒士。这
个身份，使陶渊明在极度讲究门第身份的东晋社
会里，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最终归耕隐逸。
“士”的身份和内涵，有着复杂的发展变化过
程。在刀耕火种、男耕女织的远古社会，男人要耕
作，要劳动，要打仗，这大概是士的早期含义。②士
的第二个指向，就是读书人，或者说是知识分子。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就已经作为知识分子的群
体或阶层出现，那时他们多属没有“恒产”的游士，
他们的成就地位，有赖于君主的赏识任用。既然
作为群体和阶层出现，表明此时的士已经成重要
的社会力量。这些士人的理想和追求，甚至成为
后来知识分子的人生标尺。在礼崩乐坏、战乱纷
起的时代，孔子认为士须担负起恢复秩序、拯救人
伦道德的社会责任，这也是儒家强调的“道”。《论
语》多次提到“士”与“道”的关系，诸如“贫而乐
道，富而好礼”(《学而》)、“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
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君子忧道不忧贫”
(《卫灵公》)等，着眼点在于个人和社会的结合。
孔子的人格魅力和儒家思想的润泽，使得这些语
录成为读书人们高度认可并身体力行的经训，是
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和行为准则。东汉许慎《说
文解字》说“士者，事也”，段玉裁注为“凡能事其
事者称士”，正是意识到士要参与社会工作，挑起
社会责任，唯此才能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陶渊明显然传承了孔子对“士”的精神要求，
他在诗文中表现出了对士人身份和人格的高度认
可。其《饮酒》(十六)开篇这样写道:“少年罕人
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可见
从少年时代开始，陶渊明便潜心钻研苦读儒家经
典，试图有所作为。他在《读史述》里也说:“进徳
修业，将以及时。”然而陶渊明无论怎么努力，都无
法实现自己修齐治平的抱负。这时，“君子谋道不
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信念在安抚、支撑着
他的精神。
从“猛志逸四海”，到“转志欲长勤”，这种人
生目标和生活方式的转换，正好准确地诠释了“天
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和“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
处世原则，清楚地表明陶渊明的士人身份和进退
依据。魏晋以来无数士人在政治漩涡中上下浮
沉，结局惨烈者甚多，陶渊明深有感触，发出“常恐
霜霰至，零落成草莽”(《归园田居》其二)的感叹
与忧惧。他最终辞官归田，无非是为了名节和生
命的保全。陶渊明的政治思考和人生选择，完全
契合士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轨迹。如
此，陶渊明胸怀济世之志却又归隐田园，就相对容
易理解了。
两汉以来，随着士人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他们
对社会政治的参与热情和影响程度都大大超过前
代，通过学习儒家经典走上政治舞台后，其价值受
到空前认可和利用。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强宗大族
为了巩固家族地位、扩大家族利益而使子弟读书，
以此作为获得仕宦俸禄、保持家族长盛不衰的方法
和途径，汉时因此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汉书·韦贤传》)的谚语。与春秋战国时的游士
不同，汉代士人参与社会政治时，出现了宗族势力
背景，余英时把这种现象称为“士族化”，［7］(P． 197)士
阶层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方式由个体转向家族，对
此，苏绍兴进一步指出:“西汉末年，士与家族相合，
发展为士族”［8］(P． 2)。士族在封建社会里逐渐成为
一股十分特殊的力量，影响、渗透甚至控制着政治、
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士族的政治影响，在魏晋
之际表现得最为突出。《新唐书》云: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
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
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9］(P． 1451)
士族大家掌控了官员拔擢的大权，在强化、巩
固家族利益和地位的同时，也挤占甚至阻断了寒
门士人的上升之路。家族门第取代了才学德行，
成为决定士人地位高下的关键。西晋左思在《咏
史》中痛呼“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
然，由来非一朝”，实际上是寒门士人的内心共鸣。
陶渊明的境遇，并不比左思好，其人生痛苦的根
源，也正是“寒士”的身份和处境。尽管陶渊明在
《命子》诗里充满热情、十分景仰地称颂了陶氏祖
德，但真正显赫过的，可能只是其曾祖陶侃。然陶
侃以军功名世，其低微的家世亦遭权贵轻视和讥
讽，如温雅指其为“小人”，温峤称其为“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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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10］(P． 616 － 617)庾亮先后贬黜和戮杀陶侃的儿子
陶夏、陶称，陶氏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很快就遭到排
挤和打击。③因此，陶侃的努力和成就，某种程度上
并没有使其家族真正进入士族之列。陶渊明《命
子》诗也清楚地说明陶侃之后陶氏家族逐渐式微，
到陶渊明时已经泯然众生了。陶渊明一生穷困潦
倒，抑郁失志，颜延之说他“爵同下士，禄等上农”
(《陶征士诔》)，足见其寒士身份是不容置疑的。
陶渊明骨子里十分清高，作江州祭酒时“不堪
吏职”，作彭泽令时“不为五斗米折腰”，入宋后面
对征召又“称疾不就”，这注定他难逃“士不遇”的
宿命。与现实政治的疏离，使陶渊明只有在历史
中去寻找同样遭遇的士人作为知己，在先贤的失
志之悲中得到共鸣和慰藉。他在《感士不遇赋》的
序文里说: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
余尝于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
……怀正志道之土，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
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
“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己尽，立行
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
不能己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
遂感而赋之。
陶渊明把董仲舒、司马迁引为同道，他以士人
身份的自我认知，结合仕途的切身体验，深沉地反
思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困境。陶渊明的人格修养使
他能以一种表面平静的方式来缓和自己与社会的
冲突，他把自己的不满和失落都隐藏和宣泄在诗
文之中。仔细读之，则不难发现选择归耕是对现
实的无奈甚至恐惧。从这个角度看，《感士不遇
赋》是认识陶渊明人生本质、打开陶渊明心灵世界
的一把关键钥匙。
要之，陶渊明有强烈的政治追求，他在诗歌中
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寒士”陶渊明在东晋门阀社
会里的政治追求无疑是失败的，有学者甚至称之
为“政治挫败型诗人”［11］(P． 86)。在遭受政治失意
的打击之后，陶渊明用诗歌描绘了诸如隐士这样
的角色，以此来寄托自己的理想，希望在隐逸躬耕
中淡化、甚至忘却寒士身份带来的压抑、焦虑和痛
苦。这种身份转换从表面来看是坚决的、成功的，
因为义熙元年后陶渊明再无出仕经历。从后人的
接受和认可程度来看，隐逸可以说是陶渊明失败
的政治生涯的完美替代，是其作为“士”的自我价
值和社会价值的一种替换性实现。
三、自矜血统:陶渊明的心理诉求
陶渊明的溪族背景和困窘的家境，使其在门
阀社会中颇受轻视。④作为一个落魄寒士，归隐的
人生选择让他与后来的刘宋政权更加疏离，这恐
怕是陶渊明在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失去
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⑤与贫困造成的生活窘境相
比，为人所轻则给陶渊明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痛
苦，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伤害。陶渊明极力想在
自传性的诗歌中宣扬自己的悠久家世和高贵血
统，其《命子》诗云: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
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
战国，漠漠衰周。凤隐于林，幽人在丘……天集有
汉，眷予愍侯……亹亹丞相，允迪前踪……在我中
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帝尧赫赫声名和神圣地位让后人景仰，其后
代也因此在历朝倍受尊重和赏识，夏有御龙，商有
豕韦，周有陶叔，汉有陶舍、陶青，东晋则出现了大
司马陶侃。陶渊明经过这样的上下串联，对自己
的家世和血统，充满了自豪感，他渴望着得到与此
相一致的尊严。元代吴澄说:“晋陶征士，犹楚屈
大夫也”［12］(P． 495)。他学习屈原，在自传诗中宣扬
自己家族遥不可及、无法证实的高贵血统，心理动
因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上，在重视门第观念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种以诗歌强调自己的宗族血统的写法，并不少
见。王粲的《为潘文则作思亲诗》、潘岳的《家风
诗》、陆机的《赠弟士龙诗》等，是其中的典型。以陆
机而言，国破家亡后，兄弟二人被征入洛阳，虽有
“伐吴之役，利获二俊”的赏誉，然从侧面却不难看
出，二陆不过是中原士人眼中的战利品，轻视和偏
见一直存在于北方贵族的骨子里。所以陆机在此
诗中颂祖业、述祖徳、扬门第，把自己家世描述得绵
长悠远，神圣庄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赢得北方士
人的尊重，维护自己的家族及南方贵族的尊严。
在祖述血统高贵和先人功绩中获得家族荣誉
感的同时，也产生了光宗耀祖、传承门第的自信心
和责任感。通过血统的申说来标榜门第、增强自
信，是某些在特定时期被轻视、遗忘或抛弃的诗人
的共同心理诉求。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几乎是众
所周知的，但陶侃的父亲陶丹，却常常被人们遗
忘。陶丹做过吴国的扬武将军，是吴国的一名将
领，公元 280 年，西晋灭吴，使陶丹建立起的家族
基业化为泡影，陶侃因此过着贫穷困顿的生活。⑥
陶侃后来靠个人能力建立赫赫功绩，平苏峻之乱，
任荆州、江州两州刺史，都督南方，权倾一时。尽
管如此，因家族地位不高，陶侃在当时也未受到充
分尊重，甚至被人讥为“溪狗”。陶渊明的祖父陶
茂，功业已远不及陶侃，父亲则迷失于东晋政坛，
至今连名字也无法确认。到陶渊明这一代，家道
严重衰落，贫困落魄，更不为当世所重，为了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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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东游西走，奔波劳碌。这样的社会地位和
处境，对“猛志逸四海”(《杂诗》其五)的陶渊明而
言，自然会形成心理上的极度忧虑和巨大压力。
他在《荣木》一诗里说自己“总角闻道，白首无
成”，只好把光宗耀祖、振作门第、复兴家业的希望
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命子》诗言“厉夜生子，遽
而求火”，便典型地体现了其望子成龙的门第之
忧。因此，陶渊明在自传式的《命子》诗里追根溯
源，讲述自己家族血统的神圣尊贵，希望给自己或
下一代赢得在社会中立足的信心和尊严。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和陶渊明虽然通过诗歌
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身世材料缺失的遗憾。
但这种诗体传记中充满文学性的抒情、想象和夸
张，诗歌里历史人物和诗人关系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稳定性，都值得推敲和怀疑。钱志熙先生对陶
渊明在《命子》诗里祖述家族历史和血统的真实
性，提出怀疑:
陶渊明勾连出一条生命之链……但是它却是
一条虚虚实实的生命链。将氏族追溯到古帝王，
是中古士族的惯常写法，目的是要寻一个神圣的
始祖，以光耀现实中的门楣，证明家族血统之高
贵，而事实上，这一族姓的渊源很可疑。［13］(P． 13)
这个怀疑十分合理，可以说一针见血。陶渊
明将虚构或想象的远祖，和近世可考的家族糅合
拼接，文学性的描绘使这种族源衔接不露痕迹，真
假难辨。诗人的用意，无非也就是借此高贵的血
统，在极其重视门第的东晋社会里宣扬和彰显陶
氏曾经的家世和地位，“诗学自传源起于害怕被轻
视的恐惧”［5］(P． 114)，正好揭示了陶渊明《命子》诗
自矜血统的心理动因。
总之，曾经胸怀抱负、抚剑行游的陶渊明在困
顿之际选择了归耕隐逸，但溪族背景和寒士身份
使他在东晋的门阀社会中饱受轻视，因而他在自
传诗里极力塑造潇洒飘逸、脱俗高蹈、固穷守节的
隐士形象，他也通过这些自传性极强的诗歌让后
世读者接受、信任并称颂这一身份，获得了“古今
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的青史美名。但
是，陶渊明隐逸的脸谱背后，是其郁郁失志、备受
轻视的压抑和痛苦，归耕的选择更使他陷入贫病
交加的极度困境之中，“虽有身后名，一身亦枯槁”
(《饮酒》其十一)，这是陶渊明的真实写照。综观
陶渊明的一生，田园只是其临时的精神避难所，隐
逸并未让他实现身心的彻底自由和解脱，自传诗
中的双重身影，说明其灵魂一直处于漂泊和流浪
中。“人生实难，死之如何，呜呼哀哉!”(《自祭
文》)，后人追慕其酒品诗风，却常常听不到如此沉
重的叹息!
注释:
①关于《杂诗》的系年，学界有不同认识。郭维森、包景诚二
先生认为此组诗应作于义熙十年(414)，而袁行霈先生则认为作
于义熙元年(405)。分别参见郭维森、包景诚《陶渊明集全译》，贵
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01 页;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52 页。无异议的是，从宋人王质《栗
里谱》开始，历代学者均认为《杂诗》作于陶渊明归耕之后。
②关于“士”的含义和界定，学者多有论述阐释，参见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 － 6 页。
③关于陶氏家族不入东晋士族门阀之列以及其后代的遭遇，
参见钱志熙《陶渊明传》，中华书局，2013 年版，第 15 － 18 页
④“溪”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在历史上有不同的写法，
《魏书·司马睿传》作“谿”，《世说新语·容止》作“溪”，《南史·
胡谐之传》作“傒”，徐坚《初学记》作“奚”。因《世说新语》所载
“溪狗”直接指向陶侃，故后世论及陶侃、陶渊明族属时多称“溪
族”。关于溪族及其演变，可参农学冠《陶渊明溪族源流考》一文，
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年 10 月第四期。
尽管学界对陶渊明与陶侃的关系有所怀疑，但陈寅恪《魏书司马叡
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曾明确推断陶渊明和陶侃一样都
是溪族;李长之对溪族被时人轻视的状况有较详细的论证。详见
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4 － 8 页。
⑤学界对《世说新语》不录陶渊明的原因多有论述，此处略陈
一二。宁稼雨认为主要原因是陶渊明没有取得世家大族的地位和
声望，参见《世说新语何以不收陶渊明》，《天中学刊》2006 年第 3
期;卞东波结合范子烨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认为《世说新语》虽设
《栖逸》一门，但陶渊明不符合晋宋之际的隐逸新风，和周续之等
那些与达官贵族往来密切的“通隐”相比，陶渊明是落伍者，与刘
宋的不合作导致刘义庆将之排除在外，参见《大隐的缺席———陶渊
明不入世说新语新释》，《古典文学知识》2006 年第 4 期。
⑥关于陶丹的功绩，钱志熙先生有简明扼要的论述，详见氏著
《陶渊明传》，中华书局，2012 年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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